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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中的社会动员
——以上海为考察中心∗

崔 丹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是我国国家治理早期探索的重要实践，其发起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蕴，目

的是“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对于当时面临严峻公共卫生问题的超大型城市上海，此项

工作的推行尤为紧迫和重要。为确保爱国卫生运动顺利开展，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大规模的社会动员。通过

规范有序的组织动员、自上而下的宣传动员、典型模范的示范指引以及灵活多样的策略动员，爱国卫生运动富

有成效，不仅较大改变了人居环境，使人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而且降低了疫病暴发率，提高了人民健康水

平；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树立了政治权威，赢得了政治认同。还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爱国卫生运

动中社会动员的主要做法和运行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对今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尤其是更好开展社会动员，应

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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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员，意为“政治主体基于自身目标

与价值实现的现实期待，而采取有效措施和方

法对其他群体进行宣传和鼓动的过程”。[1](p.7)

从方式来看，主要有组织动员、宣传动员、示范

动员、策略动员等。纵观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

程，社会动员的过程总是与政治社会化实践密

切相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共产党的发

展史，就是一部社会动员史。新中国成立之

初，我国面临严峻的公共卫生危机，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激情饱满地投身于爱

国卫生运动。由于党强力有效的社会动员，爱

国卫生运动成效显著：不仅较大改变了人居环

境，使人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而且降低了

疫病暴发率，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同时也使

党树立了政治权威，赢得了政治认同。这是中

国共产党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一次成功实践，

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揆诸现有研究，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爱

国卫生运动”的著述早已有之，总体来看，学

界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三个向度：一是论

述爱国卫生运动的缘起、过程、特点和影响

等；二是围绕以“除四害”为重点的爱国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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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展开研究；三是聚焦某一地区的爱国卫

生运动，对其开展过程进行全景式描述。部

分学者在论述过程中涉及中国共产党发动的

社会动员，且多从总结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

或宣传教育角度去讨论，为本研究提供了重

要支撑。尽管学界对相关问题已有较多探

讨，但仍有很多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如新

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以社会动

员的形式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国共产党开

展社会动员的方式主要有哪些，具有什么样

的特色？产生了怎样的效应？如何认识公共

卫生治理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因

此，本文尝试以 1950年代的上海为视角，基于

多种史料进行实证研究，回溯以社会动员模

式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背景、方式、产生的强大

效应，公共卫生治理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等

问题，以揭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如

何赢得更为广泛的民众认同，这也能为新时代

提升现代国家治理能力尤其是更好地开展社会

动员，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借鉴。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肇始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发生既

是中国共产党出于注重防疫、解决严峻公共卫

生危机的考虑，更是其在应对美国“细菌战”所

带来严峻挑战时作出的智识之举。作为在我

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地位皆具举足轻重

的上海，更是在爱国卫生运动中成为群众运动

萌发并走向高潮的重要场域。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严峻的公共卫

生问题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快速消解，社会

原有控制机制在应对各种社会问题时倍感乏

力；与此同时，连年战争所造成的灾荒、疾病纷

至沓来，对社会造成严重冲击。

据不完全统计，1900—1949年间，鼠疫波

及20个省（区）的501个县、旗（市），全国累计发

病人数超过 115万人，死亡率高达 89.0%；[2](p.11)

解放前霍乱流行更是长达128年，其中1932年

尤烈，流行城市达306个，患者10万余人，死亡

34000人；[3](pp.18-19)天花同样非常猖獗，每年数以

万计的人死于此病；[4](p.19)此外，血吸虫病、疟疾、

丝虫病、钩虫病、黑热病在我国分布广泛，猩红

热、白喉、麻疹、伤寒、斑疹伤寒等也时有发生，

一些地方病如麻风病、结核病、布氏菌病、克山

病、大骨节病、碘缺乏病等也非常严重。这些

疾病分布广泛、病因复杂，病情严重，不仅严重

威胁到人民的生命健康，而且成为重要的社会

问题。这不仅在落地区显得非常严峻，即使在

经济、政治、文化、医疗等方方面面均处于领先

地位的上海亦如此。

上海市公共卫生问题的严重性，首先表现

为人居环境恶劣，公众卫生意识淡薄。自1843
年正式开埠以来，上海便迈入快速城市化的轨

道，大量外来人口短期内纷纷涌入，但相应的

城市公共设施和社会治理体系却未能跟进，

整座城市面临巨大考验。一方面老百姓自建

民房和棚区没有配套的下水道和垃圾处理设

施，而过于集中的人口所造成的垃圾聚积很

容易加剧霉菌传播；另一方面，长期形成的陋

习难以革除，滋生了很多卫生问题。如 1862
年到上海访问的日本幕府使团就发现，上海

“粪芥路满，泥土足埋，臭气穿鼻，其污秽不可

言状”；[5](p.196)至新中国成立前，有些情况仍没有

得到明显改善。1949年时，“虹口区镇老街、东

余杭路、南市区国货路、斜桥的丽园路、闸北的

海昌路等冷僻的贫民区，垃圾成堆，粪便四溢，

臭气冲鼻，蚊蝇猖獗”。 [6](pp.246-247)“山阴路里弄

人们随地大小便，随地吐痰，乱抛废物，乱泼污

水”。[7]有些地方甚至积柩如山、尸骨暴露。很

多人不注意个人卫生，认为“有钱难买六月

泻”；[7]有老人的床铺被褥，甚至 35年没拆洗

过。[8]一些食品行业更是卫生情况恶劣，令人

担忧。如阜丰福新面粉厂，因厂房内灰尘多，

栈房内鼠雀多，导致面粉内生虫，不合标准。[9]

酵母厂生产的产品中经常发现垃圾、小虫甚至

苍蝇，且有霉菌、细菌生长。[10]

上海市公共卫生问题的严重性还表现为，

多种传染性疾病、地方性疾病长期存在，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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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强，而相应的卫生服务、医疗资源却严重匮

乏。1911年以来疫病频仍。据统计，1912—
1948年间，上海暴发霍乱 12次；[11](p.175)1930—
1942年间，伤寒流行，死亡近万人……抗日战

争时期，百姓流离失所，纷纷逃难，疫病蔓延

更为迅速。 [12](p.6)连年战事固然是导致 1937年
后上海疫病肆虐、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

因，但卫生防疫事业滞后及医疗资源严重匮

乏则是更为关键的因素。遭到战争破坏，至

1949年前，全国仅有医院 2600家，病床数

80000张；[4](p.21)而上海共有医院 153家，[13](p.3)其

中综合医院 102家，中医医院 1家，传染病院 6
家，精神病院 2家，结核病院 5家，妇幼保健院

30家，儿童医院 2家，其他专科医院 5家，各类

医院床位数合计 10333张。 [14]作为国民党曾

经统治过的重要城市上海情况尚且如此，其

他省市，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资

源就更为稀缺了。面对接踵而至的天灾人

祸，医疗资源匮乏、防疫体系脆弱，使各地的

防治工作极为力不从心。

（二）应对美国细菌战与发起爱国卫生

运动

面对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以毛泽东同志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注人民需求，

着眼人民健康，始终把卫生工作当作一项重

大的政治任务来抓。而朝鲜战争中美国发动

细菌战的罪恶行径就直接成为党在爱国卫生

运动中坚定不移发动群众，开展社会动员的

导火索。伴随一系列关于卫生防疫方针政策

确立及推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上了一

条“中国特色公共卫生道路”的艰难探索与确

立之路。

1952年初，美军开始使用细菌武器以图

挽救战败局面。从 1月 28日起，大量携带细

菌的毒虫“连续在朝鲜我军前线阵地和后方

的上空”撒布。 [15]随着形势发展，美军使用细

菌武器的范围逐步扩大，直触我国境内。仅 2
月 29日至 3月 5日，美军飞机共 68批，448架
次侵入我国东北领空，在抚顺、新民、安东、宽

甸、临江等地大量撒布携带细菌的虫类，[16](p.23)

确诊或疑似由细菌所致鼠疫、霍乱等传染病患

者 384名，其中 126人死亡。[17](p.565)美军投放毒

虫的卑劣行径不仅会引起中朝军民的恐慌，扰

乱社会秩序，而且严重威胁到两国军民的生命

乃至国家安全。党中央和毛泽东高度关注此

事。1952年 3月 14日，政务院召开会议，决定

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委员，郭

沫若、聂荣臻为副主任委员。从此，反对美国

细菌战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3月 19日，中央

防疫委员会发布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成

立防疫委员会，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

工作。 [18](p.110)在党和政府的组织与领导下，从

1952年起，党和政府发动了以粉碎美国细菌

战为中心的规模宏大的群众性卫生运动。由

此，卫生运动被冠以爱国之名，“卫生防疫”与

“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

这标志着新中国的卫生防疫工作开始突破纯

粹清洁的意义，被赋予政治领域的关怀与隐

喻，目的是“以强化的效果来呼吁人们作出理

性的反应”。[19](p.86)

与此同时，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也轰轰

烈烈开展起来。1952年初，上海市爱国卫生

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爱卫会）成立，同年 6月，

市爱卫会下设办公室，共有秘书、宣教、防治、

组训、疫情、环境卫生、饮食卫生、检查、资料 9
个小组。此外，人民群众还成立了居民卫生

小组、红十字卫生站、除害消毒服务站等群众

卫生组织。 [11](pp.218-220)截至 1953年，全市共“成

立了 1436个支会，88个大组，22057个防疫卫

生小组，包括区内公共派出所地区成立支会

158个，中心组 88组（相当于支会），团体成立

防疫委员会支会 323处，防疫组 190组，水上

船民及轮船成立支会 29处，防疫组 25组，屠

宰业及乳品业各成立支会 1处。为加强上海

市的机动防疫能力，全市发动中西医务人员

6900余人，在市卫生工作者协会统一组织领

导下成立了 1600多个注射小队，成为全市预

防接种的主要力量”。 [20]在广大群众积极参

与下，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快速有序地开展

起来，并创造了空前的奇迹。爱国卫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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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仅一个月，全市 90%以上的里弄就进行

了 2到 4次大扫除；[21]市师附小 2000多学生

吃饭，厨房里看不到一只苍蝇；霍山路小学绝

大多数儿童不吃露天零食；[22]上海自来水公

司职工子弟小学的小朋友已养成爱劳动、爱

清洁的好习惯。[23]

在中国共产党运筹帷幄和精密部署下，烙

在旧中国人身上已久的“东亚病夫”屈辱符号

最终转化为发动全民、激发共情、集中力量、共

渡难关，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力话语武器。1953
年 7月 23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爱国卫生

运动所承担的“战时使命”暂告结束。然而，大

规模群众运动所爆发出的巨大力量让中国共

产党着实体会到社会动员对于公共卫生防疫

事业的巨大推进作用。因此，爱国卫生运动被

当作固定的群众卫生工作保留下来，并在实践

中逐渐制度化。事实证明，此举不仅能为人民

群众的生命健康提供重要保障，而且有助于加

速基层社会秩序结构性转变，促进传统社会的

现代转型。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中，中国

共产党成功控制了鼠疫、霍乱、天花等各种烈

性传染病，大幅降低了各种寄生虫病和地方病

的危害；成功化解了近代以来长期存在的多种

公共卫生危机。此过程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及

新生的人民政府极高的国家治理效能，取得成

功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是通过群众运动，最大

限度调动了有限的社会资源，有效缓解了中国

共产党执掌政权之初资源匮乏与任务艰巨的

尴尬境遇；二是通过组织化将全国范围内每个

民众纳入社会改造的体制框架，为实施改造奠

定了基础；三是将运动成果制度化，促进了社

会治理效能明显提升。这些都与中国共产党

强有力的社会动员密不可分。

二、中国共产党对爱国卫生运动的

社会动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可分为两

个阶段：1952—1955年为第一阶段，1956—

1959年为第二阶段。中国共产党在第一阶

段主要任务是开展清洁卫生工作，减少并消

灭危害民众生命健康的霍乱、麻疹、伤寒等传

染病。而在第二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形成以“除四害”为主要任务的运动新局面。

尽管两个阶段的工作重心有所差异，但社会

动员始终是强力手段。总体来看，新中国成

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主要有以

下四种。

（一）组织动员：领导重视干部抓

组织动员是指，动员主体“根据组织的功

能或人们的职业、年龄、性别等分门别类地把

人们吸纳到各种社会组织中”。组织动员有利

于确保动员渠道上下畅通，在较短时间内聚集

力量、实现动员目标。[24](p.46)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化理念源于马克思主

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应该努

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

党组织，同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抗衡”。[25](p.369)

毛泽东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理

论，将其运用于中国实际，并把组织化当作凝

聚力量和战胜困难的万能钥匙。新中国成立

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时始终

秉持组织化理念。为推动运动顺利开展，许多

单位指定一个党委书记或常委专门负责爱国

卫生运动，并且采取党政领导同志按职责分工

分片包干的办法。如县委分工包公社，公社党

委分工包管理区，管理区总支委分工包生产

队，支部和党团员分工包小组和户等，层层包

干，逐级推动。与此同时，卫生、农、林、水利、

商业、粮食等部门和工、青、妇以及有关团体

加强协作，分工负责，实行了条条贯彻、块块

结合等办法（如商业部门抓行业卫生，文教部

门抓学校卫生，铁路部门抓铁路卫生，妇联抓

集体福利事业卫生，劳动部门抓劳动卫生

等）。[26](pp.18-27)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各个省、市、

县、乡、村，各个领域的爱国卫生运动组织机构

与网络建立起来。

按照调控机制的不同，可将中国共产党的

“组织动员”分为制度调控和权力调控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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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调控主要表现为“构建组织网络”，权力调

控则表现为“领导挂帅”。各级组织网络的构

建，不仅使零散而缺乏约束的民众被纳入组织

的范畴，为实施爱国卫生运动，改造社会和民

众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确保社会动员朝着

规范合理且有秩序的方向良性发展。领导挂

帅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尽可能广泛地协调

和重新整合多种社会资源，因此，在全国各地

各行各业的爱国卫生运动中，领导挂帅往往

占据重要地位。如在上海，爱国卫生运动之

初，市委秘书长王尧山就亲自动员，带领各部

门研究制订清除打扫办法；大扫除结束后，他

又亲自检查整座办公大楼，对厨房、饭堂和寝

室检查得尤为仔细。 [27]爱国卫生运动突击月

时，市卫生局局长王聿先带头整理宿舍，并和

副局长李穆生带领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

工作人员参加大扫除；[28]进行补课运动时，老

闸区各团体、机关率先展开大扫除，消灭“死

角”；[29]“除四害”时，黄浦、邑庙、卢湾等区机关

领导干部更是带头走向里弄、小便池、垃圾箱

和各个蚊蝇孳生地，翻缸、倒罐、挖蛹、洗刷、

填洼地、喷药水……[30]

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

是决定的因素。”[31](p.526)陈云也认为：“没有坚强

的干部队伍，我们党的事业就不能发展，就不

能取得革命的胜利。”[32](p.211)事实证明，领导干

部下基层，赴一线，不仅了解了基层情况，知晓

了民间疾苦，而且对执政党发动爱国卫生运动

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与此同时，领导

干部们在历次大扫除过程中表现出不畏脏臭、

忘我劳动的精神风貌深深影响并感染了每一

位民众。民众们热情高涨，也以更加饱满的姿

态投入到爱国卫生运动。

（二）宣传动员：形式多样成效显

宣传动员是指动员者“通过阐述某种思

想、主张、观点和主义，达到使动员对象的思想

感情乃至行为活动能够按照动员者的愿望变

化的一种文化传播形式”。[24](p.45)宣传工作是党

和人民的“喉舌”与“阵地”，宣传动员是党的优

势。中国共产党发动爱国卫生运动之初，许多

民众对卫生工作并不了解，更不重视。在学

校，有校长借口“考试”“进行思想改造”“业务

忙”等拖延应付爱国卫生工作；[33]有些干部把

爱国卫生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对立起来；[34]工
商界有些老板讲迷信，说“垃圾是‘财源’，不肯

把垃圾扫出门去”；[35]有工人更是认为“生病是

免不了的，上海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医院”。[36]

深谙“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理论的中国共产

党人，深知倘若不能及时统一思想、端正认

识，不仅不利于爱国卫生运动顺利开展，而且

可能会影响获取民众政治认同，巩固政权目

标的实现。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声势浩

大的宣传动员活动，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就成

为重要推动力。

在上海，中国共产党人组织了一支专兼结

合，涵盖机关干部、科学家、医务人员、教师、学

生、艺术工作者、工人、家庭妇女等群体的宣传

大军。在宣传动员过程中，宣传人员充分借

助活动、会议、传媒，文化等载体，灵活采取报

纸、刊物、广播、漫画、年画、歌曲、电影、诗歌、

戏剧、花鼓戏、秧歌剧、快板、话剧、哑剧、小

调、顺口溜、标语、小说、相声、花灯，甚至墙

报、黑板报、幻灯片、展览会、座谈会、测验、控

诉会、动员大会、学习班、演讲、讨论、竞赛等

形式，融显性教育、隐性教育为一体，将集体

动员和个别教育相结合，深入城乡每一个角

落开展宣传教育。

爱国卫生运动夏季宣传周时，老闸区的

2000块黑板报，以新闻、漫画、讲话等形式集中

力量展开宣传；[37]蓬莱区在唐家湾、大兴街、车

站三处市立菜场设立了广播站，针对饮食摊贩

及家庭妇女进行饮食卫生的宣传；江宁区各商

店用五彩水粉在橱窗上绘写宣传文字、图画；

静安区举行了 1500多人参加的里弄卫生工作

队宣传大会；徐汇区举行纳凉会、座谈会进行

宣传；虹口区工商联出动了一辆宣传车，在区

内巡回宣传……在郊区，市街头艺人改进协会

组织了4个演出组，分赴龙华、江湾、真如、洋泾

4个区宣传爱国卫生。[38]据统计，1953年爱国

卫生突击月期间，上海市共有 2179273人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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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动员。[20]除一般性宣传动员外，有些地区还

安排卫生员、护士等上门服务，针对年纪较大、

思想保守，不愿参加社会活动的老年人提供宣

传教育。

为提升宣传人员业务水平，培养群众卫生

骨干，中央和各级政府还积极组织举办各类训

练班，邀请专家讲学、积极分子现身说法。针

对医务人员、学生、摊贩、里弄居民、文艺界人

士及工人等群体，根据各群体自身特点，因材

施教。在上海，爱国卫生运动开展之初，市卫

生局就组成医务人员爱国卫生训练班，招收学

员 2400余人，分为 6个班，每日上课 2小时，每

周 3次；禄振英、徐宝瑞、梁后青、丁济民、李博

民、戚冠六等为班主任。[39]针对学生，“以学校

为重点，从教学、教材等角度推进学生健康知

识的宣传和教育”。 [40](p.98)针对菜场和饮食摊

贩，重点讲授卫生安全知识。据统计，1952年
全市训练了 3万名卫生积极分子，组成近 4千
个卫生工作队，指导群众卫生运动。[13](p.44)各类

培训为进一步提高卫生工作质量，实现更广泛

的社会动员打下了基础。

作为一场需要广泛社会动员的群众运动，

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是一次全方位的实践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一切可能想到的方法都得

以运用。大多时候，各种方式并非彼此孤立、

单独存在，而是错综交织、相互促进的。正是

通过多次集中、大规模、有组织的宣传动员，中

国共产党密切了与普通民众的联系，党的施政

纲领、政策主张为民众所了解，社会动员的成

效得以彰显，中国共产党发动爱国卫生运动的

目标终获实现。

（三）示范动员：典型模范引群众

示范动员是指，“动员者运用先进群体和

精英人物的优秀事迹或者典型事例来规范动

员对象的行为，激发被动员者的赶超心理”，

从而实现动员者初衷。 [24](p.47)一般而言，先进

群体和精英人物在政治素养、业务水平及综

合能力等方面比普通人高，代表着先进的社

会力量；典型模范又源于普通民众，因而能吸

引民众，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为民众提供现实

的学习榜样。

作为一种常见的社会动员方式，示范动员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广泛使

用。为鼓舞广大群众的战斗热情，各级党委纷

纷制定出“典型”和“模范”的评比条件和奖励

办法。在评比时，各级党委更多将视线投向普

通民众，成功挖掘并塑造出活跃在各行各业的

积极分子。如 1952年 7月 23日，上海市里弄、

摊贩卫生积极分子召开颁奖大会，潘汉年副市

长为积极分子颁奖。各区代表2000多人参会，

里弄居民 94人、摊商 46人受奖。他们大都是

在清洁大扫除中忘我工作，发动群众，助推爱

国卫生运动迅速开展的先进人物：有每天凌晨

4点出门调查粪便出路，仅用一两个星期就成

功改造庆云大楼臭气熏天、乱泼秽物面貌的糖

果商贩马桥生；也有积极宣传动员，消除里弄

居民恐惧心理，使大家愿意主动打防疫针的居

委会宣教组长冯祥丰；有面对群众嘲讽“吃饱

了饭没事做”“发傻”，依然两三年如一日，每天

打扫弄堂的陈元龙；还有为说服不肯打扫自家

马桶和粪缸顽固老太太而累病了的家庭妇联

总代表王芸芳……[41]

不管是里弄商贩积极分子还是市级模

范，其共同特点是身份普通，思想觉悟较高。

新旧政权更替之际，他们能迅速靠拢新政权

并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奋力投身爱

国卫生运动，这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

党强力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在全社会多

次成功创造政治绩效密不可分。众多典型模

范的树立构建出一个鲜明的行动坐标系，每

个个体在这一坐标系中都被赋予一个具体的

坐标点，并被标出与模范之间的距离。从而，

行动被量化成可以丈量的距离，追赶有了明

确目标。[42](p.128)这些“小人物”身上的“不平凡”

事迹，感染并打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表彰大

会的举行让更多人有机会了解和学习先进者

的行为。如蓬莱区的杨世珍老太，看到经积极

分子清洁过的里弄深受感动，亲自泡茶绞手巾

来慰劳积极分子；裕德里居民看到王爱宝抱病

带领大家大扫除，使里弄面貌焕然一新后，说：

-- 60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2年第3期

“王大姐领导搞卫生，一定搞得好！”[41]这些在

旧社会里倍感压抑的社会底层民众，此时有了

发挥作用的良好平台，“翻身做主人”的喜悦感

极大鼓舞着他们投入伟大的爱国卫生运动。

于是，一幅幅追先进、赶先进、争先进的景象在

各地持续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示范动员

所树立起的典型模范，既有个体，也有由诸多

个体集结成的群体，甚至做法、经验、地域空间

都可以被当作典型。这样细致的划分，使得行

动坐标更加精细准确。爱国卫生运动中，影响

最广、规模最大的树典型活动就是每年一次的

卫生模范评选。卫生模范评选分级详细，由高

到低分为国家级、地方级、单位级、个人级。

1952年 12月，全国及华东地区首次评选爱国

卫生模范，徐家汇区徐镇路北平民邨被评为全

国乙等模范，老闸区被评为全国丙等模范；[43]

同时，被评为华东地区模范单位的有 7个，个

人模范 5人。1956年上海市评选“除四害”优

秀单位 382个、积极分子 723人。1958年，上

海市被评为全国除害灭病先进地区，21个单

位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17人被评为中央一

级除害能手。 [11](p.229)通过这种树立典型模范、

构建行动坐标系的方式，越来越多的群众被

纳入集体行动。当爱国卫生运走向高潮时，

很多地区互相挑战，纷纷开展友谊比赛，通过

“竞赛—检查—评比—奖励”的方式，群众得

到了更好的教育，示范动员的效果得到了充

分发挥。

在大量正面、先进典型得到树立的同时，

不重视、不拥护甚至消极抵制，官僚作风等负

面人物或事件也经媒体曝光，被广泛知晓。如

上海市高桥区高行农校卫生工作一塌糊涂，厕

所中挂满了蜘蛛网，坑蛆满地爬。面对检查，

领导以工作忙为借口，推诿责任；由于不重视

卫生工作，1952年12月东沟总校流感蔓延时，

总校近40%的师生被感染……[44]在报刊、电台

等大众媒体的广泛传播过程中，对先进榜样的

颂扬与称赞以及对落后行为的批评与讨论，成

为人们在历经爱国卫生运动中不可忽略的重

要活动，通过先进与落后的鲜明对比，“学习先

进、摈弃落后”成为人们做出的理性选择，中国

共产党典型动员的目标得以实现。

（四）策略动员：方式灵活经验丰富

毛泽东曾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

命。”[45](p.1298)事实证明，无论在革命战争亦或社

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各种

战术、策略，并将其成功应用于各类社会动员

活动。爱国卫生运动开展之时，尤其是“除四

害”期间，中国共产党充分发动并组织群众创

造了“除四害五、六、六、八字综合措施”①等多

种灵活新颖的战略战术，甚至制造出许多战

斗工具。这为丰富、总结工作经验，推动爱国

卫生运动起到了强劲有力的助推作用。

在上海，高桥区陆三生在灭蝇灭蛆过程中

开动脑筋，解决了“给粪缸加盖难”的问题，改

变了该地区“一到夏天，蚊蝇成群，臭气洋溢”

的面貌。 [46]徐汇区的北平民邨，“用毛竹代替

沟管”“在邨里装了阴沟”，以节约又实用的办

法建造“小便池垃圾箱”；由于卫生工作得力，

该邨以往流行的急性肠胃炎传染病、疟疾及

皮肤病等大大减少。 [47]静安区一中心组长成

功改造了放置卤腊制品的橱柜，使食品卫生

达到要求。[48]铁路管理局第二装卸区孙毛头，

用松香拌桐油一天就抓到麻雀 156只。 [49]市

北中学学生程立群利用废物创造出捕鼠箱，5
天捉获 11只老鼠。[50]市立第二结核病院充分

摸透蚊虫习性，针对户外、室内蚊蝇采取不同

扑杀策略，全院仅用半年基本消灭七害，其中

灭蝇 96斤，灭蚊 400多万只，全院已不需再挂

蚊帐。[5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

心，充分发挥主动能动性，创造创新出很多除

害灭病的土工具和好办法。据不完全统计，

“仅在 1958年 12月举办的全国爱国卫生运动

展览会上，就展出了几百种”。[26]这些土方法、

①灭鼠的综合措施为捕、毒、熏、挖、灌；灭雀为毒、打、捕、轰、掏、堵；灭蝇为改（厕所）、管（粪便、垃圾、行业）、挖（蛹）、捕、打、毒；
灭蚊为疏（沟）、填（死水坑洼）、翻（盆）、堵（树洞）、铲（杂草）、捞（幼虫）、熏、毒。简称“除四害五、六、六、八字综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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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工具往往来源广，制作简单，操作容易，花钱

少，效果好，很好地解决了爱国卫生运动开展

时遇到的药械不足这一困难。由此，中国共产

党更加坚信，只要贯彻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

众，把科学技术与群众的智慧结合起来，便会

产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巨大力量。

三、爱国卫生运动中社会动员

取得的成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我国公共卫生面临

严峻危机，但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正确指

引下，全国各地各级政府群策群力，以反对美

国细菌战为契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

卫生运动。通过社会动员的方式，中国共产党

最广泛地激发了民众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使

爱国卫生运动成功抵达城乡每一个角落。总

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中的社

会动员符合党和国家的意志与初心，在改变人

居环境、培养民众良好卫生习惯、降低疫病暴

发率、提高生产效率，增进干群关系以及促成

政治认同等方面成绩斐然。

（一）改变人居环境和养成卫生习惯

在各级党委坚强领导、统一部署下，新中

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轰轰烈烈展开并取

得了丰硕成果。城乡住室、厕所、墙圈得到全

面整理，大量垃圾污物清出。与此同时，人们

逐养成勤洗澡、勤理发、勤剪指甲、刷牙漱口、

不随地吐痰等良好习惯。爱清洁、讲卫生，不

仅开始成为社会新风尚，而且成为社会公德的

一部分。

据不完全统计，仅 1952年半年时间内，全

国就清除垃圾 7400余万担，疏通沟渠 28万余

里，改建厕所 490余万个，改建水井 130余万

眼；[26](pp.12-13)而当年上海市“共清除垃圾 83.7万
余吨，消灭蚊子 9.8万公斤、苍蝇 0.8万公斤、

老鼠 46.1万只”。 [13](p.44)随着爱国卫生运动持

续深入推进，摊贩们工作时开始穿戴白色清

洁衣、帽，不用手接触熟食，增设防蝇、除尘设

备，做到食具消毒。[52]工厂也严格执行食具消

毒，不吃隔夜菜。在队部，战士们经常烫洗衣

服、晒被子，在自己造的洗澡池或澡盆里洗

澡。[53]至 1957年 3月，最容易滋生苍蝇的行业

如制革厂、屠宰场、菜场等，绝大部分已基本

做到无蝇；素来臭虫最多的旅馆、浴室也有

90%以上已消灭臭虫；全市粮食部门出现了

许多无虫、无霉烂、无鼠雀、无事故的“四无”

粮仓。[54]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卫生

运动，在“美化环境”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

起到了“移风易俗，改造社会，重塑家国”的重

要作用。

（二）降低疫病暴发率与提高人民健康

水平

爱国卫生运动在推进，尤其是“除四害”的

过程中，全国各地对各种疾病特别是传染病展

开了普查、检验与医治工作。由于部署周密、

政策得力，该项工作收效巨大。

截至1958年底，全国有192个市县基本消

灭血吸虫病；斑疹伤寒、回归热、麻疹、百日咳

等常见急性传染病的发病率大为降低；天花、

鼠疫、黑热病、疟疾、瘫疾基本被消灭；婴儿破

伤风和产妇产褥热发病率也大大降低；丝虫

病、钩虫病、性病、甲状腺肿等疾病在一些地区

基本被消灭；曾经被认为无法治疗的大骨节

病，有了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工矿业中基本

控制了急性中毒、高温中暑的现象，对矽肺及

慢性中毒也有了比较有效的防治办法。过去

“千村薛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疫区，

出现了“人寿年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55]此

外，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有了很大发展，1957年
实现了县县有医院；1958年全国病床发展到44
万张；大多数人民公社都有了医院、产院，生产

大队都有了卫生所、保健站，生产小队都有了

不脱产的卫生员。[56]

在上海，天花被消灭比全国早 9年，比全

世界早 26年，1951年 7月后绝迹；霍乱也于解

放后不久再未发生过；[57](p.5061)1952年 9月急性

传染病患者比 1951年 9月减少 26.8%；[58]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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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1955年相比，“伤寒和副伤寒已降低

60%，食物中毒已降低了 19.7%，疟疾已降低

了 19.2%，乙型脑炎降低了 4.5%”。 [59]在传染

病发病大幅度下降的同时，人民的健康水平

快速提升。以 1957年时上海市中、小学生的

体重和身高为例，与 1931年相比，男女生体

重平均增加了 2－4公斤，身高平均增加了

3－4厘米。 [60]1954年，上海市区男女居民的

平均预期寿命均超过 60岁，这与 1951年时的

男性 42.0岁、女性 45.6岁相比，有了较大幅度

提升。 [11](p.480)人民健康水平的快速提升令整

个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天

增产、人增寿”的繁荣景象，劳动生产率有了很

大提升，极大支援了工农业生产，促进了国家

建设。

（三）树立政治权威和赢得政治认同

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不仅是一

场移风易俗，抵御和消灭疾病的运动，更是一

次构建全民政治认同的社会总动员。在爱国

卫生运动开展的全过程中，各省、市、区认真贯

彻党中央的指示；各级领导能够依靠群众、发

动群众并给予具体指导。在工作部署上，由上

而下，首长动员，层层贯彻。

如冬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期间，上海市

委、市人委、市工联、团市委、市妇联等机关团

体首长和干部1000多人，组成100个除害突击

队，深入17个区的38个单位，突击开展清洁卫

生工作。市委书记处书记曹荻秋、陈丕显、魏

文伯亲赴上海牛奶公司第三牧场，身着白色工

作服，和工作人员一起，拿起铁铲除牛粪。副

市长宋日昌、市人委办公厅的负责人与菜场工

作人员一起清扫洗刷地面、角隅，擦试门窗。

市教育局副局长汪亚民、杭苇带领市教育局全

体干部，共同清除地下室积水和 20多袋纸屑，

使蚊蝇、老鼠无处藏身。蓬莱区区委书记、区

长、公安局长、税务局长、干部 300人到中山南

路毛骨作场挖蛹。[61]

领导干部们不仅率先垂范，而且为民着

想，给民办事，为民解忧。1949年 5月至 1952
年8月，上海全市增设2800多只垃圾箱，[8]给水

站从 150几处增至 1279处，极大改善了民众

的居住环境。与此同时，政府投资 123亿元用

于改善劳动人民住宅区，受益人口 30万。此

外，市卫生局组织市内 98个公私医院，成立互

助组，划出病床 2337张，为劳保病人服务，解

决了 30万享受劳保条例工人的医疗问题。
[62]1953年1月，上海市政府又投入1亿3千多万

元，在凯旋路、梵皇渡路口建造了一个粪码头，

极大便利了负责沪西半郊区（法华、周家桥）粪

便清除任务的 270多名工人，使其生活有了充

分保障。工人们感激涕零：“人民政府像亲爹

娘一样关怀着我们。”[63]

实践证明，从教育和发动群众这个角度来

讲，爱国卫生运动时的社会动员，其效果远远

超出了发动者预期。经历过国民政府黑暗统

治的劳苦大众，面对不怕苦、不怕累，与其一起

辛勤劳动的干部们，内心欣喜又激动；当亲眼

目睹身居高位的首长们跳入粪坑，挥铲掏粪时

的场景，更是感慨万千。党和政府设身处地为

民众着想，排忧解难的做法最终让他们内心深

处压抑已久的情感瞬间爆发，不能自已。通过

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民众们切身体会到新

政权、新政府的温暖与可信。在这种心理的

驱使下，他们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党和政

府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最终赢得了政治

认同。正如小诗《歌颂除四害运动》对共产党

的歌颂，“人民握政权，始能尽其仁。蚊蝇非

小敌，天寿之所因。自有人类来，战胜史无

闻。吾党立大志，从不惜辛勤。三年灭七害，

一气转乾坤。群里必其成，奇迹播无垠。已

雪病夫耻，更策强国勋。继善誓不息，日新又

日新”。[64]

社会动员从其实质来看，就是组织和发动

群众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社会动员具

有发生密集、领域广泛、方式灵活、对象多元、

时间交错、意义多重等特点。实际上，当时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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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所有政治、经济、社会领域内的重大改革都

与社会动员相伴而生，爱国卫生运动亦如此。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稳定政

权、巩固统治的艰巨任务，而爱国卫生运动中

的社会动员正是洞悉和观察当时的中国共产

党如何在资源严重不足，内外交困的境遇下解

决严峻公共卫生危机，进行社会革命，开展社

会建设，进而获取民众政治认同，巩固新生政

权的重要维度。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

爱国卫生运动由最初以“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

战”为目的的“紧急行动”，制度化为与民众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卫生清洁运动，此过程彰显

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社会动员及国家治理能

力。在国家的倡导下，卫生运动被冠以“爱国”

的名义，如此一来，国家的诉求与社会乃至民

众的诉求达成一致，卫生运动获得良好的发展

环境。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广泛采用多种社

会动员方式，确保爱国卫生运动中的“群众参

与”被高度组织化和规范化，最终，爱国卫生

运动被打造成一场热情而不混乱、广泛但不

松散、整齐却不呆板的“全民集体舞”。在此

过程中，民众的凝聚力、向心力越来越强，爱

国热情达到高峰，主人翁意识萌发，对共产党

的崇敬与爱戴之情与日俱增，共产党获取民

众政治认同的目标顺利实现。从这个意义上

来讲，社会动员无疑是构建政治认同的有效

方式。

就过程来看，社会动员基本遵循了党中央

的精神，符合国家意志，顺利且卓有成效。然

而不可忽视的是，攀比赶超、比速度、拼战绩、

发展不平衡、形式主义、官僚作风，数字至上，

虚报、瞒报，追逐政绩，违背事物客观发展规

律等问题也不同程度存在，这在“大跃进”期

间以“除四害”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过程中

表现得尤为突出。造成这种转变，既与新中

国成立初期接连不断的重大政治运动密切相

关，又与当时复杂多变的主客观因素有一定

关系。

1950年代爱国卫生运动，是新中国卫生事

业的伟大创举。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中的社

会动员，向我们展示了一幕幕鲜活的案例，反

映出中国共产党高超的国家治理效能。坚信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中国共产党最

大程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成功走

出了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卫生事业建设道路。

在此过程中，我们党还完成了社会秩序重构和

社会结构系统性改进。今天中国“正在意气风

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65]我们通过反观新中

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中社会动员的丰富

实践，可以不断深入发掘其内在的治理效能之

魂，形成具有时代特征和说服力、解释力的动

员理论、动员方法，开创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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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History Can Reveal the Future: Taking the Third Historical Resolution of the CPC as the Basic Argument：：The Resolut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on the Major Achievement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Party over the Past Century, adopted at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boasts its rich and profound view of history. Taken as the basic argument, the resolusion demonstrates that the
objective law of development proven by history is irrefutable truth, that the rich experience accumulated by history is a treasure house for people to
draw wisdom from, and that the scientific conclusions corroborated by history can deeply enlighten future generations.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hy history can reveal the future. The CPC has grown from small to large and from weak to strong, overcoming one difficulty after another, achieving
one victory after another, and uniting and 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 to usher in a new era in which the Chinese nation has stood up and grown rich and
strong. The“secret”of its success lies in that the doctrine in which the Party believes is the truth of the universe and the CPC is always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Yan Shu-han)
Guiding Anti-Pandemic Work with Marxism：：To guide anti-pandemic work with Marxism, we must adhere to the top priority of the people and
life, and protect the lives and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in particular the vulnerable groups including the elderly, the sick and the disabled. To guide
anti-pandemic work with Marxism, we must give full play to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and internalize the organizational, cohesive and
rallying power inherent in the socialist system into a great advantage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epidemic. To guide anti-pandemic work with Marxism,
we must adhere to a dialectical approach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ght against the pandemic and production, and that between lockdown,
control and life. In the face of these contradictions, we must adhere to dialectics and crux. To guide anti-pandemic work with Marxism, we must
consider how to rebuild people’s way of being, including their way of life and production. The COVID-19 pandemic will also come into contact with
or collide with a new civilisation, triggering major changes in people’s way of life. (Chen Xue-m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Eco-Civilization: ACritical Review：：The stud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civilization is amajor proposition of the times.
With fruitful results,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studies in this regard, mainly focusing on its theoretical sources,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theoretical essence and values.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the focus of further deepening and expanding the study onXi Jin-
ping thought on eco-civilization lies in the systematic implementation of Marxist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the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the whole and
the parts, the deeper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combination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and eco-civilization education.
(LiuZhi-jian)
A Review of the CPC’’s Innovation in Legal Theories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The CPC’s main innovations in legal theories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clude: the theory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rights; the theory of social law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pecial groups and vulnerable groups in society; the theory of the state system of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based on the United Front;
the theory of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new democratic state; the theory of regional national autonomy; the theory of agr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to change the feudal land ownership. The CPC’s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resulted from the following
reasons. Firstly, the Party is good at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concrete reality; secondly, it is good at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socialist countries and making improvements according to China’s actual conditions; and thirdly, it is good at integrating
and creatively transforming the bes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Marxist principles and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times. The
CPC’s innovations in legal theories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have positively contributed to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nd
opening up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Hao Tie-chuan and Zhao Nan)
The Historical Beginning of Marxist Sinicization: Issues, Domains and Origins：：The unfolding of a question into its domain and the return to
the origin of the question is the logic of thought to explore the question itself and its essence. The logic of the problem domain of the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of Marxist Sinicization lies in the question of why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ook place, which in its origin points to the path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Chinese chose and accepted Marxism as a necessity of their own revolutio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was necessary for
solving China’s practical problems with Marxism; the solution to the path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as the original context and mission of the
Marxist Sinicization. Mao Ze-dong’s“Oppose Book Worship”, written after a long period of investigation,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nd practice,
expounded the ideological essenc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olved the question of the path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ideological line of how the revolutionary path becomed so, and truly starte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Wang Hai-wen and Wang Wei)
Collectivism: On the Kernel of Mobilizing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for Major Undertakings：：“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 unity,
mobilising the enthusiasm of all parties, and concentrating on major issues”is one of the remarkabl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institution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advantage of mobilizing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for major undertakings derives from the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 of collectivism which transcends extreme 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 is the core element, value source, and practical
embodiment of concentrating resources on major issues. Only by continually adhering to the dominance of public ownership to promote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by continually promot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to build more equal social relations, and by actively
practising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so that individuals can consciously unite their own interests with the collective interests, will the advantage of
centralising resources to fulfill great goals have a sustainabl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guarantee to provide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al
basis for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ly modern and powerful socialist state in the new journey of socialist modernisation. (Guo Li-yuan)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in the Patriotic Health Campaign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Shanghai as the Focus of

Investigation：：The Patriotic Health Campaign was an important practice in the early days of New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It was initiated wit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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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political connotation, with the aiming of“eradicating disease, invigorating people, changing customs and transforming the country”. The
campaign was particularly urgent and important for the mega-city of Shanghai in the face of serious public health problems at the time. To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triotic Health Campaign, the CPC launched a massive social mobilisation. Through orderly organisation, top-down
publicity, exemplary models, and flexible strategies, the campaign was effective in not only transforming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enabling people
to develop good hygiene habits, but also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epidemics and improving people’s health. At the same time, it helped the CPC
establish its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gain political acknowledge. The main practices and operational logic of the CPC’s social mobilisation in the
Patriotic Health Campaign in the early years of New China are, to a certain extent,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today, especially for better social mobilisation in response to major public health events. (Cui Dan)
Mao Ze-dong’’s Pioneering and Establishing China’’s Health Care Industry：：Mao Ze-dong is the founder of the PRC, and he is also the pioneer
and founder of China’s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industry.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Mao Ze-dong took the lead in proposing that we should
actively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after seizing power.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Mao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calling on Party committees at all levels to regard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as a major political task; he guided
the Ministry of Health to focus on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in rural areas and build a health service system suitable for China’s rural conditions; he
also instructed the Ministry of Health to strengthen the unity of practitioner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form a unique medical and health
tea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world, which rapidly expanded China’s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force. A further discussion of
Mao Ze-dong’s pioneering and groundbreaking work in health care will not only help people cherish the memory of this great mind and his great
achievements, but help us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PC’s fundamental purpose of serving the people. (Wang Hong-che)
Mao Ze-dong’’s Early Years in Shanghai Between 1919 and 1926：：Mao Ze-dong’s early years in Shanghai included his former residence in 1920
(No. 63Anyi Road), the site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No. 76 Xingye Road) and the Bowen Girls’School (No. 127 Taicang Road), the
site of the central authority of the CPC after its Third National Congress (No. 202-204 Sanzeng Lane, Linshan Road), and Mao’s former residence in
1924 (No. 120 Jiaxiu Lane, Maoming Road North). By exploring these sites, one can see a Mao Ze-dong who has been searching hard for truth and faith,
a Mao Ze-dong who featured local nostagia and scholarly aspir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arty, a Mao Ze-dong who worked selflessly fo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and aMao Ze-dong who was a family man with humanistic pursuit. (Zhang Da-wei)
Marxist Ideas o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Politics：：Marxist science reveal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politics. On the one hand, politics, as the central expression of the economy, has a certain restraining effect on education. Specifically,
the nature of education is subject to politics, as education of a certain class is a product of its“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ownership”;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is defined by politics, as“for whom to educate people”is determined by the social system; the content of education is governed by politics,
as textbooks reflect the basic demands of the ruling class for education; the opportunity of education is limited by politics. Equal national education
is a lie of capitalism, while socialist education constantly promotes equity in edu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education, not a passive adaptation to
social development, can have a countervailing effect on politics, in the form of its influence on social chang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et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people. Under socialist conditions, the proletarian party should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apply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politics, an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CPC’s leadership of educ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good education. To
this end, we should persist in polishing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ist education, creating a socialist teaching force and give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Pan Wen and Sun Lai-bin)
Capital Will Infiltrates Online Public Opinion: Mechanism, Representation and Risk Prevention：：The penetration of capital will into online
public opinion refers to the screening and processing of information by capital through algorithmic control, platform penetration, public opinion
intervention and offshore manipulation, namely a false superstructure landscape presented according to capital will and essentially a negative effect
caused by capital’s disorderly expansion.“Algorithmic control”is a technical tool for capital will to infiltrate th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traditional
media + Internet social media platforms”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its infiltration;“Internet public opinion intervention”is a conventional means for the
purpose. The penetration of capital will into online public opinion has such risks as“impacting and dissipating mainstream ideology”,“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and“multiplying comprehensive risks”, etc. To prevent and control these risks, it is necessary tomake precise efforts in adhering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CPC,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capital access, algorithmic governance, and legislation advancement. (FangXu)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s of the Past Hundred Years: A Critical

Review：：Against the worldwide background of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s of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has demonstrated new
trend. Mainly, the power balance between socialist countries and capitalist ones has shown“the rise in the east and the fall in the west”. The socialist
movem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has shown extensive development, while China boasts its leading advancement in the movement. Assessing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from a broa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e can see that the socialism worldwide in the 21st century is moving towards
revitalization through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face of the future trend of world socialism, and in order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opportunity of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s of the centur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recise comprehension of 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urther the study of the internal and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t society, deepen the study of the union between socialist
forces and 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the grand development of world socialism in the midst of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s of the past hundred years. (HaiNa)

（翻译：张剑锋 刘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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